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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顧韓國的中國研究，蒐集韓國學者對具30年歷史的中國學如何評價，主要介紹現況中在知識論與體制上的爭議。我們對中國研究者進行訪談，比較90年代與2000年以後中國研究，包括發生了什麼數量或品質上的變化，與學者心目中存在什麼問題。同時，受訪者討論中國研究者的身份問題。最後，是關於韓國中國研究的立足空間何在，如何貢獻於韓國本土。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interviews with over 15 Korean China scholars, concerning their views on the nature of China knowledge in Korea, how it has evolved, what have been the major issues in shaping Korea’s China studies, and what one could do to improve both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for China research.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s the identity of China knowledge, torn between area studies and disciplina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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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中國研究：知識體制與知識性質的省思

1． 前言

在韓國，以區域研究的型態正式開始研究中國是在70年代中期。韓戰以後，中國對韓國來說是敵對國家，故當時研究中國是禁忌。處在美國影響下的韓國對中國感到興趣的濫觴，是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與之後造成南北韓關係的緩和。對於韓國的中國研究影響頗大的漢陽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即中蘇研究所之前身）誕生在這個時期。開始時的中國研究尚難稱為區域研究，而是針對共產陣營，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研究的一環，如此持續到80年代末期而形成的中國研究，可說是在西方對中國研究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的政策研究。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趨於穩定，首爾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且韓國推動學術自由化，從90年代開始，韓國的中國研究面臨了新的轉機。除了從國內也開始培養研究人力，更有留學英美的中國區域研究博士返鄉，中國研究遂逐步活躍，做為區域研究的中國研究於焉確立。同時，中國大陸驚人的經濟成長和兩國多方面的交流擴大與深化，引起韓國社會對中國的關注日增，中國研究在量的方面隨之展現出高度成長。尤其在1990年代中期，隨著全球化潮流，區域研究與相關學術團體湧現，同時在教育方面新興的與中國相關的科系和專門區域研究所設立了，所以這時期韓國的中國研究，已經形成學術養成與傳承的制度基礎了。

本文回顧韓國的中國研究，蒐集韓國學者對具30年歷史的中國學如何評價，主要介紹現況中在知識論與體制上的爭議。我們對中國研究者進行訪談，
比較90年代與2000年以後中國研究的變化與問題。同時，受訪者討論中國研究者的身份問題。最後，是關於韓國中國研究的立足空間何在，如何貢獻於韓國本土。

2． 既有研究之檢討及研究方法

1. 既有研究之檢討

研究不是憑空創新，而必須在既有研究之繼承和批判上進行。從80年代起，知識界就已經對既有中國研究的變遷演化，開始進行整理評價，探究中國研究是什麼，問題會從哪裡出現，解決方法是什麼等等大問題。尤其90年代中期，區域研究有關科系出現，區域學蔚為潮流，綜合受訪者的意見，對中國採取區域研究方法的作品浮現，其特徵可摘要如下。 

第一、通過對海外中國研究的介紹，對比韓國之中國研究居於什麼位置和提出什麼問題。在瞭解到韓國之中國研究是從模仿西方開始後，透過對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進行批判性檢討，試圖促成韓國的中國研究更加客觀化。

第二、中國研究之現況可以根據研究的時期和主題分類整理。90年代中期以後在量方面有膨脹的趨勢，同時提供研究者、研究組織及其活動之詳細通訊。

第三、通過對方法論的反省，提示中國研究的方向。初期方法論的研究是為了克服以人文學為主的傳統方法，提出以科學方法論做其替代，相反地也有人認為韓國對西方的方法缺乏批判性，轉而強調韓國自己的看法或採取比較的看法。後期方法論的探討則反省，為什麼需要研究中國，並對現存的主要的方法論，以批判的態度提出檢討。為了能夠持續性的進行反省，有人認為要從採取跨學科研究和當地調查方法的研究議程中，針對理論的測試、理論的建立與論述結構中的未備之處提出反省。

第四、出現檢討研究性質的嘗試。比如，通過在學術期刊登載的論文主題性質分類，或對具體的研究內容的檢討，分析研究的趨勢和變化，同時試圖顯示研究結果在性質方面轉變的程度。在此，主要分析對象為在《中蘇研究》、《政治學會報》和《國際政治論總》登刊的中國有關的論文。

第五、對研究與教育的互動關係進行連結，討論中國研究之長期發展需要什麼樣的教育環境。

最後，羅列幾乎所有現存研究中的問題和待解決的課業為何。值得注目的是，在90年代中期被提出的問題和最近研究所提出的頗多雷同，反覆地強調同樣的研究議程。
這表示韓國的中國研究雖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還是有需要突破的瓶頸。

2. 本論文的研究設計

既有研究中有一些問題重複被提起，表示存在未解的論爭，但若想從方法論上提供有效的出路，並在實踐上執行新的方法，恐怕已經超越個別研究者的層次。研究者共同面臨的是什麼性質的知識限制，也許從他們各自的省思中可以汲取，然後才能更完整地掌握當前韓國中國研究的限制，並探究突破的方案。

本文以下從個別研究者的認識去歸納中國研究的問題，採取訪談方式，通過分析他們的答案，察看現在中國研究的爭議是什麼，為了解決爭議需要什麼樣的對策。採訪對象為90年代初、中期拿學位後在韓國進行中國研究的6位，和2000年代初期開始研究活動的6位。這並不是要分中國研究者的年代，而是在瞭解研究趨勢和動向上，有無因研究期間不同而對問題的看法有差異。
兩群研究者再分成英美國家博士學位者、國內博士學位者和中國大陸博士學位者各2位，以瞭解出身有沒有影響。採訪採取電話、面談、書面的方式進行。電話和面談都做事後追問。採訪是從2006年1月9日到1月18日進行。

除了12位研究者外，並且選不是中國研究者的一般政治學者3位，也用簡單的問卷，調查他者對中國政治研究的看法是怎麼樣。採訪不是由受訪者選擇選項的方式，所以很難做統計。因此筆者試圖要解釋在問題的敘述上有什麼多樣的意見和共同點出現。受訪者匿名，並盡量充分地詮釋受訪者當時的想法。

3． 中國研究之現況：持續與變化

1. 研究人力

90年代之研究議程相當詳細，雖然研究的傾向或特徵到最近沒有很大的變化，但研究人數和研究環境有變化。研究的核心是研究者，現在中國研究者人數的增加是顯而易見的。關於要把誰看成研究者的問題，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標準，本文包括了以中國為博士學位論文對象的人，或取得博士學位以後發表中國有關論文的研究者。研究者又分人文和社會科學，因為現在沒有包含所有中國區域研究之學會。在人文學方面，以語文學、史學和哲學為中心的「韓國中國學會」具有最悠久的傳統和最多會員。依據1996年的情況，有988名會員，並發行達36集的學術刊物，2006年1月會員達約1300名，並分文學、歷史和哲學部門。2005年12月，學術刊物《中國學報》出版第52集，創刊《國際中國學研究》的中國學術刊物，已發行第8集。社會科學研究人數通過1994年創立的「現代中國學會」可以確認，「現代中國學會」之原本意義是以社會科學者所組成。96年末有80名的會員，2005年全體會員人數為236名。由於沒有進行會員資料管理，所以無法區別會員的研究領域或學位取得的國家，但看起來並未包含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這是重視區域研究的間接證據。

以中國政治研究者為例，依據「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學會消息，到99年末研究人數總共有89名。
2005年的中國政治研究人數，依據「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通訊錄和「中國政治研究會」的研究者合計，及「現代中國學會」的通訊錄等，大約推算為124名。從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間增加35名了。
「中國政治研究會」是中國政治研究者的團體，從2001年組成，現在研究者為51名。
那是從90年代初到2005年拿學位的三、四十歲的研究者所組成的。51名的研究者的博士學位中，取得國家為英美國家的有11名、韓國國內的有11名、台灣的有2名和中國的有20名，在國內拿學位的研究者顯然地減少，在中國拿學位的研究佔多數。

研究者的數量增加是中國研究增強的反映。一般而言，對研究者的學位取得國家很注意，這是因為認為隨著學位取得國家的相異性，研究主題或方法或對中國的認識有所差異。
不過一直到最近以來，這一些區別看起來沒有很大的意義，反而研究領域是否屬於國內政治是更為重要的區分，主要由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研究者所使用的資料和研究方式，會有宏觀與微觀的差異。

2. 研究環境

中國研究要能開展，研究的制度環境很重要，舉凡研究機關、研究團體和研究經費都是必備。尤其區域研究有賴從當地蒐集資料，而田野調查需要經費和調查費。從1997年起，「韓國學術促進財團」管理的海外區域研究事業在1999年中止以後，中國研究者獲得研究經費的管道不再。2002年則是研究者充滿機會的一年，大規模的研究經費被撥出，區域研究課題獲得補助的機會大增。中國區域研究可以申請「基礎學問養成支援—人文社會領域」的國內外地域，從2002年到2005年有關中國區域課題多數獲選。在2004年撥出總共680億韓幣，選擇305項的課題，在2005年撥出670億韓幣。人文社會領域的134項中9項是中國區域有關的題目。之前獲得「韓國學術促進財團」經費的中國研究結果大部分出版成書籍，而與中國相關書籍的主題更多樣化了。
此外對於個別機關或團體的研究計畫支持也有所增加。透過問卷調查受訪者獲得經費的支持團體是統一部、外交部、外交安全研究院、世宗研究所、高句麗財團、西南財團和盛股財團等。

雖然中國研究之必要性和研究人力增加，研究機關的現況並不是很樂觀。儘管公共機關本來不只專門研究中國，但是在提供資源的方面，對中國研究有相當的貢獻。且三位受訪者提到世宗研究所、外交安全研究所和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但大部分的受訪者回答，韓國公共機關幾乎沒有貢獻。這是因為隨著田野研究增加，研究者常到中國大陸進行調查，且中國學術情報院等透過網路獲得資訊越容易，故從韓國的公共研究機關獲得資料的優勢日益微弱。可是，公共機關本身追不上中國研究的趨勢應該才是更主要的原因，並且各機關的中國研究人數不夠或努力不足，不像一般研究者和大眾用自己的情報或研究成果改善中國研究環境。此外還有大學附設的小規模研究機關，此中影響最大的漢陽大學之「中蘇研究所」，在1997年變成「亞太地域研究中心」，其研究領域有所分散。韓國外語大學則在「外國學綜合中心」之下推動中國研究。剩下不多的「中國問題研究所」、「中國中心」等名字的大學附設研究所是以大學內活動為主，除了發行學術刊物外沒有扮演研究機關的實質角色。

與研究機關相比，學術團體有較活潑的面貌。90年代中期，從語文學領域誕生11個學會，從社會科學領域則有「忠清中國學會」。現在人文學領域的中國有關的學會有22個，社會科學領域有2個。此外中國電影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和中國政治研究等，多種的研究會通過小規模的聚合主辦多類型的活動。在政治研究方面，「韓國政治學會」和「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中國有關學術會議或次領域委員會活動日漸活絡。

〈表一〉韓國的中國研究結果的量的現況和趨勢

	領域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書

籍
	歷史
	209
	272
	362

	
	語文學
	108
	123
	177

	
	哲學/宗教
	95
	105
	109

	
	藝術（文化）
	36
	48
	90

	
	社會
	45
	67
	117

	
	政治（外交）/行政
	226
	320
	356

	
	經濟/商業
	369
	444
	611

	博

士

學

位

論

文
	歷史
	36
	48
	37

	
	語文學
	56
	73
	81

	
	哲學/宗教
	32
	37
	32

	
	藝術（文化）
	8
	27
	55

	
	社會
	4
	3
	1

	
	政治（外交）/行政
	52
	54
	57

	
	經濟/商業
	35
	60
	78

	學

術

刊

物

論

文

及

報

導
	歷史
	330
	617
	748

	
	語文學
	607
	1397
	1755

	
	哲學/宗教
	195
	351
	428

	
	藝術（文化）
	145
	222
	345

	
	社會
	307
	461
	707

	
	政治（外交）/行政
	1145
	1729
	1788

	
	經濟/商業
	1189
	1636
	3271


出處：國會圖書館情報檢索目錄（2006年1月23日）

註：書籍、博士學位論文和學術刊物資料的全數字是包含理工系等所有領域的數字。在此簡單的表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包含歷史、語文學、哲學和宗教、藝術（雖沒有分文化，但藝術類包含了文化），在社會科學包含社會、政治（包含外交）、行政、經濟和商業。

3. 研究成果

與研究人力、研究環境一起構成研究現況的就是研究成果。這可分成書籍、學術刊物和博士論文學位。觀察從1991年到2005年的中國研究資料現況如表一。
書籍方面，從1991年到1995年發行1362卷，從1996年到2000年發行1861卷，從2001年到2005年發行2500卷，持續膨脹其發行量，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各佔百分之五十。其中人文學方面，歷史佔最多比重，至於社會科學，經濟、商業領域佔最多，其次為政治領域。博士學位論文方面，從1991年到1995年有281篇，從1996年到2000年有383篇，從2001年到2005年有493篇，持續增加。語文學領域的學位者最多，社會科學領域從96年開始，經濟、商業領域超過政治領域。跟書籍比起，人文學的比例比社會科學大。刊物方面，從1991年到1995年有4353件，從1996年到2000年有7275件，從2001年到2005年有10776件，是以大約1.3～1.5倍的趨勢年增。在社會科學領域，到2000年政治類相對比較多，從2001年開始，經濟、商業類比政治類多兩倍左右。人文學的書籍中，歷史類最多，學術刊物方面，語文學比例比較高。在科學領域，書籍和學術刊物都是經濟類的研究結果最多。

學術刊物中，各學科都各有學刊登載研究論文，並有新亞細亞、東亞研究和亞細亞研究等與亞洲有關的學術刊物，使用中國為名的學術刊物達到50個。有像《中國學研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都登載的刊物，也有像《中國學報》，則只登載文、思、哲等人文類的學術刊物，也有主要登社會科學論文如《中蘇研究》、《現代中國》等學術刊物。語文學和現代文學等單一領域的中國專門學術刊物也存在。

4. 質方面的變化

說明中國研究的現況，涉及研究的品質，這不能通過既有研究文獻所呈現的研究主題來分析。受訪者提出質方面的評論，並建議應通過哪幾個學術刊物瞭解中國研究在質方面的現況？其中8位指明《韓國政治學會報》，《國際政治論總》和《中蘇研究》。此外，《國家戰略》、《韓國與國際政治》和《國際地域研究》等的學術刊物也被提到。5位主張需要看專門研究報告，3位主張只要通過被登載的論文判斷。這是因為登在學術刊物的論文之間的相差已經很明顯。在此，通過最近出版的書籍、學術刊物論文和研究者從事研究過程的變化，察看中國研究有無品質方面的變化。

首先是書籍方面，90年中期已經從教科書或概括說明式的研究著作脫離，轉而為對具體的主題展開周密論理的研究著作。90年代後期主題有細分化的現象，兩岸、中央地方關係和市場化與勞工政治為其中幾個例子。從2000年，已有撰寫基層農民工的著作問世，也有討論全國人民代表、政治改革、都市勞工市場和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著作出版。這些著作有一些是基於研究者的博士論文改寫的，有對中國的某一區專門研究，有深層討論90年代中期以後被忽略的意識形態問題等細微主題。

〈表二〉在兩個學術刊物登載的中國政治研究論文數

	出版年度
	韓國政治學報
	國際政治論總

	1991
	0
	2

	1992
	2/1
	1

	1993
	0
	1

	1994
	3
	1

	1995
	5/1
	1

	1996
	5/3(1)
	1(0)

	1997
	2/2(1)
	2(2)

	1998
	2/1(4)
	5(1)

	1999
	4/1(3)
	4(2)

	2000
	4(10)
	5(4)

	2001
	5(8)
	6(9)

	2002
	2(1)
	6(10)

	2003
	3(4)
	4(8)

	2004
	2(6)
	8(3)

	2005
	2(11)
	8(22)


出處：1991-2005出版的韓國政治學報和國際政治論總

註：1)/是韓國政治學會報之政治思想論文數

第二，學術刊物方面，已經存在對《中蘇研究》的分析，在此另外要通過8位研究者選定的政治學有關的學術刊物，來判斷中國政治研究的質的變化。但這不是分析論文內容，而是要通過量的變化去判斷質的水準。由於中國研究專門刊物本來就以刊登中國論文為主，所以從數量很難去測定其質。但到90年代末期，在兩個主要學術刊物上原本中國研究者的參與率很低，他們審查體系比較嚴格，故如果刊登論文篇數增加，間接表示中國研究者的研究在質的方面有所進步，因此採用這方法。表二列出從1991到2005年登在兩個學術刊物的所有中國相關的論文數。台灣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比較都包含在內。在《韓國政治學會報》上，政治思想論文佔較多數，也有政治文化方面的論文，不過《韓國政治學會報》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只有90年代中期因刊登有多篇政治思想論文，中國有關的論文數增加而已。《國際政治論總》比《韓國政治學會報》有更明顯的變化，前者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比例很明顯上升。這是因為《韓國政治學會報》所投稿的論文很難測定登載日，而《國際政治論總》規定投稿和登載日之間明確地以三個月為單位。相形之下，兩個學術刊物中中國政治研究者比較偏好《國際政治論總》，後者且偏重區域研究論文。

通過這兩個學術刊物引用或參考在韓國進行的研究，可以判斷既有研究是否對後續研究有幫助。除了兩個學術刊物的登載篇數增加之外，不論從當年度論文引用韓國資料數最多的論文，比較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差異，或察看被引用韓國資料與被引用全數資料的比例，韓國本身的中國研究資料被引用次數到90年代中、後期都不斷增加。在2000年代的論文上，可確認引用韓國資料次數更明顯地增加。這是否中國研究有質的發展很難斷言，但仍不失為韓國中國研究品質提升的間接證據。

第三，要瞭解中國研究的質的情況，也可以檢討共同研究計畫，尤其共同計畫是否是為了真正要提高研究而推動的合作研究。過去在中國研究上，共同研究計畫一直被批評。但共同研究常可克服個別研究的一些限制，通過最近有所開展的共同研究計畫，可以瞭解近年關於韓國的中國研究的「質」的提升。當然共同研究並不是只有正面的效果，有為了確保研究經費，拼湊而成的研究計畫書，獲得研究經費後幾乎只是形式上分配研究經費，實質上則仍是個別研究的情況也存在。「韓國學術促進學會」的基礎學科研究，便給專任研究員安定的研究機會，以求提升研究的質。有時不以研究經費為導向，而依照先準備好的計畫，通過持續的檢討和意見交換，完成共同研究的情形。一些共同研究的案子中，以共同議題為主，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通過定期的討論會，為論文的完成大家共同努力。共同研究往往不是既有研究的繼承，許多是通過田野調查和採訪口述，重建過去的記憶，同時也通過和中國大陸當地研究者合作產生研究成果。
這一些共同研究促成質的變化，中國研究的公共財於焉形成，在引導韓國中國研究的質的發展上起重要作用。

4． 中國研究的問題和爭議

聽取專家意見與回顧文獻所提出韓國中國研究的多種反省，可摘要如下。第一、是所謂的中國研究的孤立問題，包括海外研究的成果沒有能力吸收，同時又與國內既有研究不能有所累積，以致於問題意識和研究工作被孤立化了。同時跨學科研究尚未落實，而區域研究的科際整合不充分，並且和政治學難以銜接，很難產生明顯的理論性傾向，對中國學或學科的發展沒有具體貢獻，很容易變成自言自語。
第二、是孤立問題引起的結果，使提高區域研究的系統理解與多元方法論難以形成，因此中國研究的理論化程度很低。第三、制度的條件不充分，以致於某些禁忌不能得到認真討論，更難自由豐富的進行批判。此外，在專門性的中國研究刊物方面，沒有人願意針對人力和財政的限制或研究方向不明確的問題提出檢討，研究對象只限於中國，且只重視改革開放以後的現代中國，因此沒辦法說明變遷和持續的關係。

這一些被提到的問題在前述中國研究的現況時觸及過，固然已經一定程度出現進步，但還是被認為有著根深的疾病。12位受訪研究者認為，現在中國研究最嚴重的問題包括，研究者團隊組成的問題，研究者之間的聯繫問題，研究者的專門性或嚴格性不足的問題，研究主題重複情形嚴重的問題，以及沒有對於特定主題，有系統有深度的研究習慣。本文反覆強調這些被中國研究專家提出的問題還不夠，進一步衍生出最為重要的兩個問題，可以通過中國研究者的訪談，深入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研究的身份（性質）的問題，另外是研究的累積問題。因為中國研究所謂的孤立問題從何處來，對於中國研究的理論化程度不足與研究習慣不變之困擾，最後會歸結於這兩個問題。

1. 中國研究的身份（性質）

受到社會科學方法衝擊的非西方知識社群，往往移植了西方知識界長期存在的困惑，即區域研究往往意味的是與既有學科之間的矛盾。用什麼樣的方式和觀點從事區域研究，受到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影響，區域研究者常相信，全面理解某個區域需要通達該地的語言、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但區域研究的學科身份性不夠，對於區域研究不能提出方法論的定義，加上實踐時區域研究這樣的學科名稱很難反映研究者的理論關切。區域研究的這種性質在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也一樣。12位研究者的問卷調查中，對「本人是否政治學家還是區域研究者的身份較強」的詢問，4位回答政治學家，回答為接近區域研究者的人有4位。
這4位的回答以百分比分自我區分，認為兩種身份各有一部份。
這一些回答以年輕研究者和中年研究者來分，中年研究者中，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有1位，區域研究者有2位，兩種混合的研究者有3位。年輕研究者中，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有3位，區域研究者有2位，混合的研究者有1位。以學位取得地域來分，英美國家學位者4位中，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有2位，混合的有2位，國內學位者4位中，自己是區域研究者有2位，混合有2位，中國出身的學位者4位中，自己是政治學家有2位，區域研究者有2位。當然很難將這些做統計作眾數的推論，不過，中年研究者似乎比較會把政治學者和區域研究者混合起來看自己的身份，而年輕研究者好像比較會把自己看成政治學家。從英美國家得到學位的人，沒有人回答自己區域研究者，從韓國國內得到學位的人當中，沒有人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擁有中國學位者被分成兩邊。

一般說來，受過什麼樣的學科訓練自然影響其研究者的身份。另外，現在研究者所屬的地方似乎也有關。所謂的學科訓練是有無受過政治學的訓練，邏輯上，相較於英美國家和韓國國內，在中國大陸留學者受過的學科教育比較不夠。而已經在職的，是屬於政治學有關科系或區域研究有關科系的，應該影響到身份意識。可是這些邏輯在訪談中並未呈現。像從英美國家或韓國國內取得學位者，反而更可能還選擇混合身份，倒是中國出身的學者沒有混合認同。受訪者中3位在政治學有關科系任職，其中兩位回答自己是混合身份，一位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

認同自己為政治學家的回答者中，也有人認為區域研究比不上學科，而在政治學裡中國政治的位置也確實不高。有人認為，通過和政治學的交流，中國研究可以對理論有貢獻，進而回頭帶給中國政治研究活力。越年輕研究者越主張這種見解，他們為了克服中國學的身份模糊，主張通過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的概念和訓練，提升中國研究的專門性。
即把中國政治視為比較政治的領域，而不是獨立的領域，如此可以更注意在世界政治潮流下，韓國中國研究的位置。在中年研究者中，有些受訪者認為，韓國不同於美國，上述這些苦惱並不構成問題，因為在研究過程中，反而應該要處理的問題是，為什麼選擇美國的政治學方法論？或如何在實踐中接近問題？在重視單一學科趨勢很強的韓國，對於中國研究歸屬政治學或被認為是低層次的傾向，已經有人表示質疑。同時，主張讓單一學科的政治學和區域研究的中國研究調和的也有。這些多樣的回答表示研究者之間並無共識。

從事中國研究到底意味著什麼？常有人認為中國研究的致命缺點就是前述孤立的問題，即中國是否要強調吸收政治學並積極結合？政治學的學科身份比較強時，是否反而在跨學科研究上，真正會給中國政治研究一個明確的位置？在學位訓練過程中若有不足，是否要在研究活動中更重視的學科領域？或中國政治研究也有可能擺脫政治學，形成單獨的方法論體系，甚至另立門戶訓練下一代？

年輕的政治學家對中國政治研究的認識有異化的對象。通過對其中三位的訪談，他們把中國研究瞭解成從方法學到比較政治的一環，認為美國、歐洲和拉丁美洲之政治學研究在理論上、方法論上產生卓越的學者，甚至居於領導的位置，但中國研究在此相較則有所遺憾。長期來看，中國政治研究在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上都會佔很大比重，所以他們強調中國研究對政治學可以居於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嘆息中國研究者追不上這些現實的變化。他們相信中國政治研究對社會科學的、有體系的研究可佔有主導性角色，成為政治學總體發展的重要基礎，故建議不要限於中國的特殊的問題，而要向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互補有無，
所以也並非政治學者的意見就決定中國政治研究的方向。無論如何，中國研究的身份在何處，在此繼續有爭論的餘地。

2. 研究結果的共用

過去中國研究基本上是個別性的，可是個人擁有的才能不一，時間有限，於是共同研究的必要性被提出。這涉及中國研究有關的第二個爭議，即包含跨學科研究在內的共同研究要如何推動。詢問12位研究者關於跨學科研究和共同研究的問題，第一是有沒有參與過跨學科研究之類的共同研究，若有，其研究進行有沒有按計劃進行，若沒有，其原因如何。第二是與研究團隊構成有關，包括共同研究有沒有做適當的研究人力延攬。大部分的受訪者回答參與過跨學科的共同研究，但其中多數回答其研究未曾妥善履行。像人力構成問題，往往並非延攬適當的研究員，而是為了滿足人數，不得不要加人員的情況比較多。另一個一直被指責的事項，是跨學科研究只有在形式上跨學科，但研究過程並未跨學科。其結果，共同研究不是跨學科，而是多學科各自為政。在學科領域彼此柵欄相向或排他性非常強的韓國學界環境中，共同研究只能做到單純組合而已。研究者其實是為了獲得財政支援，很突然地構成共同研究，提供支援的一方對於研究內容有沒有共同進行並無監督機制或興趣，故並未對作共同研究提供充分的獎勵。但現今研究者對於中國區域研究特別感受其需要跨學科合作，正出現某種對跨學科研究組織與長期計劃的呼喚。

「到底跨學科研究為何」或「此概念為何」的苦惱，才是根本的問題。最近開始出現的範例顯示，對團隊的奉獻和努力很重要，一起討論並探究研究主題，閱讀資料，提高討論的強度，才能產出共同研究的結果。透過共同研究，具有多樣學科背景和分科體系的研究者才能凝聚問題意識，這是進行研究發展和改善研究環境的契機。通過持續的討論選定主題，對中國的現象和變化要如何解釋並說明會產生許多爭議，從而克服中國研究的封閉性和理論性不足的問題。加上資料或情報的共用，可以累積當地人脈和個別情報，如此共同享受與開放的態度和環境，是解決中國研究的質的發展和形成累積的基礎。

從個人的工作的完成到更廣泛的影響，其間如何共用研究結果極為重要。
準此，詢問12位研究者，把研究論文繳交學術刊物之前，是否發表在學術會議上，若不是，其理由為何。受訪者的半數回答，之前在學術會議不會發表，5位回答幾乎必會發表，1位回答在大規模學術會議上不會，只在小規模會議上才會。回答先前發表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的受訪者有8位，但對此反應相當負面的研究者竟也達5位。表示雖然說發表有用，但卻認為不恰當的仍有其人，或雖然不做發表但是認為有用的受訪者也有。學會不能扮演流通的角色是事實，許多研究者有恰當的理由不從事會議發表，這可能是韓國政治學有關學會的現況。可是學會的問題或討論的環境也是研究者本身的問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多種類的學術聚會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研究成果分享的機會過度被限制。會議上只提出問題，但應否對學會上的問題放任不理？為什麼不會積極去學術會議發表？為什麼不會試圖關心別人的研究？為什麼負責討論時，只做形式批評？或為什麼謙虛地收容嚴厲的批判，而去覆頌論文觀點？為什麼不組織學術會議的專題討論小組做有爭議性的主題和事件？這所有的問題與研究的個別化息息相關。研究是過程也是結果，研究過程中的心得可以通過學術會議的發表而與旁人分享，這當然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政治研究社群全部的問題。

五．中國研究的課題與替代案

到現在被提出的中國研究的問題，有可能不只是中國研究內部的問題。西方理論的收容和韓國學者的身份問題，是韓國學界共有的，學術會議或討論文化也屬於韓國學界整體。研究環境的問題是韓國社會或韓國政府對基礎學問的認知所致。可是，韓國的中國研究仍存在著本身的問題，目前，為解決中國研究的問題，已出現一些具體的方案。

第一、受訪者主張，為了中國研究的活化和研究領域的開發，應組織小規模的研究團體。
雖然中國研究者人數增加，產生出許多研究結果，不過現在的中國研究還是缺乏聚焦且過於個人化。方法論的問題和爭議仍不存在，而研究主題即使一直重複，但還是不容易找到關於此一主題上有深度的研究成果，都是因為這種個別研究的習慣所致。研究團體可以是為批判或檢討既有研究，或學習方法論的小研究會，也可以用主題區別，或與其他學科或在政治學領域的不同次領域組成研究會，
藉此可以養成學習的態度，並超越學科領域，有效累積經驗，進而改善中國研究者面對理論的能力。另外，為了解決大規模學會迴避討論的不良習慣，需要養成認真、嚴厲和自由討論批判的經驗，小規模的研究團體可能是提供這種經驗之所在。以這樣的研究團體為基礎，可以進一步組織學術會議的出席者，也可以更有效地交換關於研究議程的看法。

第二、受訪者又主張，中國研究不宜停留在純粹知識的累積，而應發掘能貢獻給社會的方法。這可以從兩個方面看，第一是研究活動的社會意義。一位受訪研究者強調說，在韓國的中國研究者只做自己想要做的研究，並不會做韓國社會所需要的研究。
這不是指只要單純地做時事的、實用的研究，而是應更充分的說明中國社會政治變化對韓國的影響和含意。學問研究本身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有受訪者擔心如果沒有不斷地實踐和交流的話，充其量是死知識。為了把研究和現實聯繫，可以針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變化正在向何處去，或在全球化的巨大潮流裡，要怎麼解釋中國社會的變化。另外，雖然中國研究者自己可能很難解決的，是推進中國專門資料庫或綜合性的中國研究中心之設立，
促成學問的大眾化，並對下一代研究者提供資料和情報。這在研究者的能力和努力充分，但就業市場不均衡的嚴重現實下，或可暫時提高研究機會和意願，營建出某種更長遠的研究環境。

這些受訪者提到的方案是否在短期內可完成的，並是否可以解決中國研究的問題，大家可能沒有把握。韓國的學術環境有其現實，研究者為了研究成果，全力寫論文，並沒有餘力去提高研究水準。中國有關資料和情報的蒐集，在個人層次上越來越縮小，具有公共財性質的中國研究中心的設立是否可能，誰也不能確定。當下中國研究可實行的是，個人繼續狂熱地探究，並努力與其他人溝通。70年代所出版的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改變了當時年輕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並給他們想要改變社會的遠大理想。這本書之所以可以產生共鳴，應該是因為是從體制外去研究中國，並以想要改變韓國現實的態度作研究。就算今人不能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力，中國研究最基本的作業仍然是研究者本身——為什麼研究中國，中國研究對我們的現實與對全世界有什麼意義等。韓國的中國研究雖然有許多問題被提出來，但不是很悲觀。韓國的中國研究人力相對豐富，研究主題、領域與地區都很寬廣，把握機會，研究者互相鼓勵並抱持實踐性的態度的話，韓國中國研究的前途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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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韓國學術促進學會網站

＊國會圖書館網站

＊12位中國政治研究者採訪2006年1月9日～18日

＊3位政治學者採訪2006年1月16日～22日

＊有關者採訪2006年1月9日～20日

＊韓國中國學會會長電話採訪2006年1月24日

＊國會圖書館資料檢索負責人電話採訪2006年1月19日

＊『韓國政治學會報』25卷1號（1991）到39卷5號（2005）

＊『國際政治論總』41卷1號（1991）到45卷4號（2005）

＊『韓國政治學會消息』2005.第29卷第5號

＊『韓國國際政治學會消息』2005.第117號

＊『韓國國際政治學會會員通訊錄』2005.

＊『現代中國學會會員通訊錄』2005.

＊『中國政治研究會會員通訊錄』2005.

� 共有12位中國研究者、3位政治學者和其他受訪者接受訪談。


� 下詳於第4和第5節。


� 中國研究者的年代區分是，從70年代中期在社會科學領域開始中國研究的研究者為第一代，從8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的，主要是台灣學位者為第二代，從90年代初期在英美國家和國內拿學位後開始研究者為第三代。從90年代中期自中國大陸回來的研究者也屬於第三代。但從2000年開始研究的，具多樣的學問背景的研究者，可否分為第四代？到底年代區分的標準是什麼？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受訪者對此還沒有充分的檢討，這是未來可以討論的問題。


� 受訪者發表意見使用匿名，本文主要通過多數的意見去接近問題，因此沒辦法反映少數人的意見。


� 這是到95年末期，中國政治研究者64名和從96年到99年的25名加起來的數字。在此從96年到99年，區分每年學位取得國家別可獲得其分佈。


� 這是把在2005年出版的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通訊錄，其專長被紀錄為中國政治或中國政治研究者的人為106名，在中國政治研究會的會員社群中，沒有寫在國際政治學會通訊錄的研究者5名，和在現代中國學會會員中，都沒有加在這兩邊的會員3名，全部加起來的數字。


� 不說會員數，而說是會員社群的原因是，中國政治研究會因出席率未達而會員資格被停止的會員，過停止期間以後，也可以重新加入。


� 從96年到99年的年中加入的25名中，9名為中國出身者。


� 在哪個語言圈取得學位，可能決定日後成為哪個知識體系的主要傳播對象，且影響人際關係的形成，進一步導致在學界依附某種方向的霸權。


� 當然跟韓國學術促進學會有關。許多課題之所以能提出，與學會的促進習習相關。有關促進會的中國研究成果包括下列書籍：Jeon sung heung，《轉換期的中國社會2：發展與危機的政治經濟》（首爾：Orum，2004）。Jang su hyun外，《中國為什麼收容韓流？：關於韓流的中國的基礎之學問性接近》（首爾：Hakkobang，2004）。Lee il young外，《中國大都市的發展與都市人的生活,北京的例子》（首爾：Hanshin 大學出版部，2004）。Kim jae chul，《中國的政治改革》（首爾： Hanul，2005年）。Kim do hee，《新的中國的摸索2:身分的文化的談論》（首爾：Politheia，2005年）。


� 2005年兩個學會和中國政治學會簽訂交流協定，韓國政治學會通過比較、地域研究領域，韓國國際政治學會新設中國次領域委員會，推進研究活動。


� 國會圖書館保存有關中國的所有研究成果，所以很有用。但在分類方面不夠細緻，比如書籍，沒有分著作和譯本，學術刊物則未區分學術論文和報導。負責人員表示，分在一起的報導是有學術性的，且認為沒必要分類。（電話採訪）


� 兩個學術刊物的編輯人員表示有全體登載率的統計，但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登載比率很難做統計，且兩個學會刊物都有三名編輯理事，一個人很難掌握情況。附註：2005年度韓國政治學會報的論文登載率為49.%，國際政治論總的論文登載率平均為47%。（韓國政治學會消息、韓國國際政治學會消息）


� 有首爾大學有關東亞的共同研究、西江大學和天主教大學為中心進行的中國區域共同研究、光雲大學的韓流共同研究、首爾大學的中國大國化共同研究、韓神大學的中國大都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共同研究、協同課題的中國勞工者的回憶政治共同研究等。


� 此問題在第二節暫時提到過，有批判學問的屬性，也與西方中國研究的現存爭議有關，認為研究者沒有深思熟慮的研究設計。（Lee hee ok，〈中國研究方法論時論：現存討論的批判性檢討與新的研究的摸索〉，《中國研究》，第13集，1992年。Jeong jae ho 2000; Kim young jin，〈關於中國政治研究的身分之時論〉，《國際地域研究》，第6卷第4期，2003年）


� 本論文原本想要討論的另外爭議是，在韓國，中國研究的比較優先順位到底是否存在的問題。既有研究多次提到的這個問題，值得後續研究。


� 回答自己是政治學者的人更明確的表明自己的身份，回答區域研究者的人卻只有一位明確的表明自己是區域研究者，剩下三位表明，當初認為自己是政治學者，但經過研究活動，日漸接近區域研究者的身份，或轉為不確定的立場。


� 有40５是政治學者，60%是區域研究者的回答，也有政治學者45%，中國研究者55%比較恰當的見解。


� 美國學者Harry Harding便曾有這樣的呼籲。


� 對三位政治學者做的訪談時，會追問是否認為自己代表多數政治學者的見解，其中一直苦惱這個問題的某位研究者，認為這不是一部份人的意見。事實上，在認為自己是中國研究者的訪談中，也有建議應與政治學在內的其他領域研究者共同研究。


� 對把研究結果登載哪裡的詢問，大部分受訪者回答韓國學術促進學會的刊物為最優先。更多人會考慮學術刊物的權威超過考慮學術刊物的性質，也有考慮登在多學科的學術刊物。為了得到韓國學術促進學會的登載認證而選擇投稿學刊，有人提出疑問，但即使感覺不好卻無法避免。


� 12位的研究者中5位主張這點的必要性。


� 可以檢討在韓國的中國研究主題劃分方法。在中國區域研究的主題多樣化，研究方法差別化後，整體的檢討顯得重要。比如，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關係或中國的對外關係等，韓國對此應如何進行，有什麼樣的貢獻和課題。有關韓國的文革研究的檢討是一個例子。（kim sung gon，〈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韓國學界的研究現況和以後的課題〉，《地域研究》，第6卷第1期，1997年）


� 這位研究者不包含在12位裡面。12位研究者其中一位卻主張，韓國的中國研究太跟著韓國社會的要求而移動，而指責對中國國內政治研究的人最近出現重視外交問題的傾向，而國內政治的研究者又偏重於時論所注目的主題。


� 為了學問共同體的培養和維持，也提出過要建立中心。（Jeon sung heung，〈韓國的中國研究：現況與課題〉，Lee sang sub, Kwon tae huan，《韓國的地域研究：現況與課題》（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1998年）。Jeong jae ho, An chi young, Park min jun, Jang yun mi, Cha chang hoon, Park byung guang，＜在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再考察：資料、方法論及談論為中心＞，《國際論總》，第45卷第2期，2005年。）在12位研究者中，2位研究者提到，為了資料和情報、研究主題和討論，研究中心之設立是一個目標。





